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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以“仁義"實現天意民心

“清流"的孟學道德實踐

趙岐高度評價《孟子》為“包羅天地，授敘萬類，仁義道德，性命禍福，榮然靡所不載。帝王

公侯遵之，則可以致隆平，頌清廟;卿大夫士蹈之，則可以尊君父，立忠信;守志厲操者儀之，則

可以崇高節，抗浮雲。有風人之托物， ((二雅》之正盲，可謂直而不佑，曲而不屈，命世亞聖之大才

者也。"的孟子章句)) ) 

朱熹曾稱讚東漢士人精神曰:“三代而下，惟東漢人才，大義根於其心，不顧利書生死，不變其

節。" (((朱子語類》卷 136)

顧炎武讚美東漢士風曰:“黨鋼之流，獨行之輩，依仁蹈義，捨命不渝，風雨如晦，雞嗚不己，

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。" (((日知錄﹒兩漢風俗)) ) 

趙岐本人是身陷黨禍的漢末士大夫，他在對《孟子》的評價中不但讚美了孟子思想的正盲不屈，

同時也抒發了“崇高節，抗浮雲"之“守志厲操者"的自身豪情。朱熹是南宋黨爭中被“偽師"、“偽

學"罪名的受害者，顧炎武乃提出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"口號的明朝遺老，二者均以其古今貫通

的視角精闢地概括了東漢“清流"黨人的品格、行為。三人所處的時代、立場雖有所不同，卻異口

同聲地發出對漢末士人“仁義道德"、“大義根於其心"、“依仁蹈義"的讚歎，與其說這是偶然的巧

合，不如說他們道出了一個事實:東漢“清流"黨人之所以名垂史冊，是因為他們是當時實踐儒家、

特別是孟于“仁義道德"精神的典範。具體地說，“獨行之輩"是“清流"的品行特徵，“依仁蹈義"

是這種特徵得以產生的原因，“拾命不渝"則是其人格的終極表現。而這三方面又無不表現為東漢士

人勇於實踐“仁義"孟學的精神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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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“獨行之輩"的“清流"品行

“獨行"，即志行高潔、不同流俗的“儒行 "0 (( (小戴)禮記﹒儒行)) :“過吉不再，流言不極;不

斷其威，不習其諜。其特立有如此者。"孔穎達疏曰:“世治不車里，世亂不沮，同弗與，異弗非也。

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。"韓愈《伯夷頌》有曰:“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。"顧炎武稱讚的就是漢

末黨人“適於義而已"的高潔志行。

東漢兌人有平天下之高潔志行是從平時自身修養做起的。孟子說:“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

平。" (<<盡心下)))如何進行自我修養呢?孟子說得很具體，他認為就是要從克服日常物質欲望做起，

即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於物。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

此天之所與我者也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為大人而已矣。"也就是說人“心"之所

以“大"於耳目，因其能“思"。若凡事先能用心思考，就不會被耳目之欲侵奪自己的意志。

孟子所吉“大"與“小"的不同，應該說正適用于東漢末年君子與小人、清流與濁流的區別。

漢末黨人在與“濁流"政治勢力對抗中最看重的就是這種為人端正、為政清廉的“大人"品格，比

如人稱“關西孔子"的大經學家楊震曾官至安帝朝太尉的高職，但仍以為政清廉著稱。當他還是東

萊太守時，一次途徑昌旦，“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芭令，竭見，至夜懷金十金以遺震。震曰:

‘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? '密曰. ，暮夜無知者。'震曰:‘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謂

無知! '密愧而出。" (((後漢書﹒楊震列傳)))其子楊秉官至桓帝朝太尉，也是為人清心寡欲，嘗自

稱“我有三不惑:酒、色、財也。" (同上)士人之為人清白，為人清廉的“清流"人品與當時宜官、

外戚之腐敗確實形成鮮明的對照。

然而，這種個人主體自律的實現還僅僅是獨善其身，但是在東漢黨爭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

象是:“黨人"在與朝中惡勢力鬥爭的過程中，逐漸產生了一種所謂“共同心志"的士人群體意識。

這種群體意識首先來自于士人之間志同道合的關係，正如《後漢書﹒黨鋼列傳》所云:“(李)膺與

廷尉馮線、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，糾罰奸悴。"正因為如此，當時“黨人"自稱“同志"，社會上

則稱他們為“士類"。這種“共同心志"往往是隨領袖人物的出沒而增滅的，如陳蕃在朝中受重用

後， 66徵用名賢，共參政事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頸相望太平" (((後漢書》本傳) ;相反，“李固見廢，

內外喪氣" (((後漢書﹒李杜列傳)) )。

“共同心志"在“黨爭"中直接表現為士人的聯合行動，而這種聯合也有其自發向自覺的變化過

程。如順帝朝中外戚、宣官日益“繁熾"，卻裝出一副整頓吏治的樣子，于漢安元年“選遣八使街行

風俗，皆嘗儒知名"，其最年輕的使者張綱，獨埋車於洛陽都亭，不肯出發，曰:“貓狼當路，安問

狐狸! " (((後漢書﹒張綱列傳)))上疏指斥外戚。而其他使者“案察天下，多所劫奏，其中並是宣者

親屬。" (<<後漢書﹒李固列傳)))這次由朝廷送派的悄行使者，因為皆為士大夫，故而在案察中因有

“共同心志"把矛頭一致指向了外戚、宜官，這行動因為並無事先謀劃，應屬一吹自發聯盟。後來由

於“黨爭"日趨激烈殘酷，世人的“共同心志"就往往表現為有預謀的自覺行為。比如梁冀鳩殺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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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之後，李固、胡廣、趙戒、杜喬等人謀立清河王之舉;地方士人李雲上疏宜謙而被捕入獄後，陳

蕃、楊秉合力相救;李膺、馮線、劉祐共同糾罰宣官等事件皆屬此類。除了朝中士大夫與外戚、宣

官的共同鬥爭之外，此時士人的“共同心志"還明顯表現為朝野士人的遙相呼應，聯合行動。

東漢時期，太學生參與朝政是在野士人與朝中士大夫聯盟的重要形式，也是我國各代青年學生

作為政治群體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，他們以自己血氣方剛的勇敢精神為東漢清流注入了無限活力。

宣帝永興年間，士大夫朱穆出任冀州刺使，適逢宣官趙忠喪父，葬于州內，當朱穆聽說趙忠竟然偕

越制度用玉匣為葬時，立即進行案驗。結果“發墓創棺，陳屍出之，而收其家屬。"為此，桓帝大

怒，“征穆詣廷尉，輸作左校。"於是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訴訟，盲辭激烈，曰:“當今中

官近習，竊持國柄，手握王爵，口含天憲......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......故竭心懷憂，為上深計。臣

願鯨首系趾，代穆校作。"桓帝迫於壓力，只得赦兔朱穆(((後漢書﹒朱穆列傳)) ) 

除太學生參政之外，私學門生、弟子、更是其在朝為官老師的政治後盾。順章時，司隸校尉虞

詞堅持與宣官張防鬥爭而入獄，“於是翊子頓與門生百余人，舉I播候中常侍高梵車，叩頭流血，訴吉

枉狀。"虞訝得赦免(((後漢書﹒虞翊列傳)))。桓帝時，梁冀害死李固，暴屍於四衛，“令有敢臨者加

其罪。固弟子汝南郭亮......乃左提章鎖，右秉鐵鎮，詣闕上書，乞收固屍。" (<<後漢書﹒李固列傳)) ) 

所以對“獨行之輩"應該理解為一種d陷守君子仁義準則的“清流"群體，這是以往任何時代所

未曾有的時代精神特徵。

清流群體

獨善其身之“獨行之輩"的集合即佫守君子仁義準則的“清流"群體

三 “依仁蹈義"的社會良心

孔子分別提出“仁"與“義"的重要儒家概念之後，孟子又論述了二者的相互關係曰:“仁，人

心也;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! " (<<告子上)))東漢“清流"士人則以

自己的行動進行了“仁義"之心路的實踐。而這條心路的成立，又不外於孟子著名的“四端"心性

說:“側隱之心，仁之端也;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;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;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"

(<<孟子﹒公正系丑上))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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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“清流"、“濁流"之爭，表面是貪婪腐敗與反腐倡廉之爭，說到底還是善與惡之事，士人

之所以大膽地與惡勢力抗爭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基本的信念，即相信人只要努力發揚“側隱"、“羞惡"

之善端就能夠具備“仁義"道德之心，即朱熹所云“大義根於心"。而有此“仁義"方可談“禮"、

“主旦"
t二，。

楊氏是被譽為“關西孔子"的經學世家，其“四知"、“三不惑"的“清流"品行，也不能不說

正是出自“仁義"學說的必然產物。楊震拒不受賄的理由是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于知"，其意在於

他相信人當有仁愛之心，此乃天地鬼神人所共知的主觀善心。有仁有義方為君子，不仁不義那是小

人。正是由於他相信內在道德主體的存在，所以他為自己訂立了絕不受賄的道德標準，以此拒絕包

括行賄等在內的外在惡的誘惑。

“仁義"之學畢竟是一門道德實踐的學問。“清流"士人也不是一般舞文弄墨的學究，他們通曉

孔孟“仁義"學間，並沒有停留於坐而論道，而是身體力行地進行主觀道德修養，以便實現特立獨

行之道德品行:

通曉“仁義"之學→“仁義"道德之修養→“清流"品行表現

(根源於儒學) (自律於內心) (廉潔於外表)

值得指出的是，通曉“仁義"之學並不等於就一定能夠做到道德自律。換言之，並非所有士人

都可以列為“清流"的。我們發現“清流"士人是非常重視自己的名節，而鄙視那些有才無德之輩

的。以《孟于》學者趙岐為例，據《後漢書》本傳傳載:“岐少明經，有才藝，娶扶風馬融兄女。融

外戚豪家，岐常鄙之，不與融相見。"本傳注引《三輔決錄》云:“岐亦厲節，不以妹宜之故屈志於

融也。與其友書曰. ，馬季長雖有名當世，而不持士節，三輔高士曾以衣裙其門也。， "又據本傳載:

漢桓帝時，趙岐曾出任河東郡、皮氏縣長，“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，而中常侍左恰兄勝代之，岐恥疾

宣官，即日西歸。"這三條史料說明，在“黨爭"時期象趙岐一類士人是很講究“厲節"的，即使

馬融是自己的姻親，又是當代名儒，但因為他一是“外戚豪家"，二是“不持士節"，所以“鄙之"，

不與之往來。不僅趙岐不與之往來，而且“三輔高士"都不與之往來。因為恥于與宣官為伍，他又

寧可棄官不作。趙岐堅持不與外戚、宜官同流合污，鄙視“雖有名當世，而不持士節"者，應該說

是當時“清流"士人嚴于道德自律的真實反映。

西方人認為知識份子從來是所謂“社會良心"，東漢“黨人"對此稱語號亦可謂當之無愧。如前

所述，東漢士人一旦成為黨人，其個人行為的獨善其身已經變成了所謂“清流"的道德群體行為。也

就是說，他們所關心的已經不僅僅是個人一己的清白廉潔，而具備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大抱負。劉

義慶在《世說新語﹒德行》中對李膺“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"的讚語，正概括了當時兌人清流

作為“社會良心"的本質特徵。在這種“社會良心"的驅使下，“清流"的一大人格特點即立志“澄

清"天下。比如，桓帝時著名“兌人"范謗，少厲清節，曾作為清詔使案察地方，史稱“濟登車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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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及至州境，守令自知藏汗，望風解印緩去。其所舉奏，莫不壓寒眾議。"

( <<後漢書﹒黨鋼列傳)) ) 

所以說，當時的士人是從實踐孟子“側隱之心，仁之端也;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"理論出發，

努力實現自我道德主體的嚴格自律，最終具備了“清流"之廉潔奉公品行的。而一旦此個人品行在

與朝中惡勢力鬥爭中表現為“兌人"行為時，就成為了代表社會大眾意願的社會良心。

四 “捨命不渝"的士人壯舉

孟子倡導的“捨生取義"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，而是由“仁義"出發所產生之“富貴不淫，貧

賤不移，威武不屈" (<<公正系丑上)))的最終環節。在“清流"黨人不顧利害生死，不變其節的英勇門

爭中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物質的力量，而是“捨生取義"的大無畏精神。

楊震遭官官陷害，飲鳩自盡前曾慷慨謂其諸子、門人曰 :“死者，士之常分。" (<<後漢書﹒楊震

列傳)))體現了士人大義凜然，視死如歸的節操。李膺以司隸校尉身份果斷處決宜官張讓弟張朔以

後，宜官尋機誣陷他，當時友人勸他逃去，他從容道:“事不辭難，罪不逃刑，臣之節也。"於是自

赴詔獄，終被“考死" (<<後漢書﹒黨鋼列傳)))。“黨鋼之禍"發生時，陳寒曰:“吾不就獄，眾無所

恃"，便主動入獄(<<後漢書﹒陳寒列傳)))。范游被誣為“鉤黨"下獄後，“獄吏將加掠考，濟以同囚

多嬰病，乃請先就格，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。" (<<後漢書﹒黨鋼列傳)) ) 

漢末黨爭時期的“捨命不渝"已經不僅限於士人個體之“捨生取義"，而是“黨人"面對強大政

敵迫害的大義凜然了。事實上，在激烈的“黨爭"之中，“兌人"英名不僅與他們的事蹟緊密相連，

從而有所謂“名跡"之稱，而且隨時會有“高名致禍"的危險。桓帝初即位的建和元年，梁冀殺李

鋼的原因即:“畏固名德終為己害。" (<<後漢書﹒李固列傳)))漢桓帝延熹年間是士大夫與宜官鬥爭異

常激烈的時候，許多知名士人被投入囝園，所以范嘩曰:“及先事起，知名之士多被其害" (<<後漢

書﹒郭太列傳)))。陳蕃沉痛曰:“今所考案，皆海內人譽，憂國忠公之臣。"在殘酷環境下，“兌人"

蹺將李膺處境最為危險，好友苟爽“恐其名高致禍，欲令屈節以全亂世，為書胎日， ••• ••• ~頁聞上帝

震怒，貶點鼎臣，人鬼同謀......願恰神無事，但息衡門，任其飛沈，與時抑揚'" (<<後漢書﹒黨鋼列

傳)))不久，李膺被捕“考死"，葡爽所恐“高名致禍"的擔憂不幸成為事實。

正是在李膺等一大批英烈“名跡"的激勵之下，士人逐漸把那種社會公認的“名譽"作為自己

精神的追求、理想的目標，為此可以置身家性命於不顧。“兌人"范湊在獄中與其母訣別時，其母

曰:“汝今得與李(膺)、杜(喬)齊名，死亦何恨!既有令名，復求壽考，可兼得乎? " (同上)范

母的話道出了當時士人視名譽高於性命的崇高精神追求。很顯然，這種追求除了來自現實中“李杜"

精神的感召之外，還可歸因於對孟子“殺身成仁"、“捨生取義"價值觀的認同。

當然，必須承認漢末黨人在黨爭中失敗的同時，其“清流"人格確實受到了極大的打擊。鬥爭的

失敗擊潰了他們的精神支柱，經學理論沒能挽救社會危機，這種社會意識的衰落，勢必引起士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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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即個人精神的低落，從而帶來士風的消沉。這是一代士人的悲哀，結局正如司馬光所衷歎的:

“兌人生昏亂之世，不在其位，四海橫流，而欲以口舌救之，喊否人物，激濁揚清，撩)也蛇之頭，蹺

虎狼之尾，以致身被淫刑，禍及朋友，士類殲滅而國隨之以亡，不亦悲乎! " (<<資治通鑒》卷 56)

然而，失敗、挫折都無法抹殺“清流"士人所開創的道德群體風貌以及“捨命不渝"的驚世壯舉。

這是一個偉大的開端，乃中國精神史的壯麗篇章。

“清流"士人那種努力實踐儒家“大義"的精神，給後世留下了一份相當寶貴的精神遺產。例如

東漢士人那種為人清白、為政清廉的品格，對前代而吉是身體力行孟子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

威武不能屈" (<<孟于﹒勝文公下)))的理想人格;對後代而盲，則激勵了岳飛、文天祥等志士仁人

一身正氣(參見文天祥《正氣歌)) (<<文山集》十四))。又如，從范仲淹的千古名句“先天下之憂而

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" (<<文正公集》七)，我們所看到的難道不也是東漢“黨人"那樣以天下為己任

的志氣嗎?北宋抗金的作京保衛戰中，太學生陳東率眾伏闋上書堅決要求抗戰，獲得京城數萬軍民

集會相應(事見《宋史﹒陳東傳)))，其中東漢太學生運動的影響不可低估。再如“戊戌變法"的六

君子之一的譚制同主動入獄時說“我不入獄，誰入獄? "不僅行為，就連語吉也與東漢“兌人"陳

寒“吾不就獄，眾無所恃"之語驚人地相似。可見，東漢崇尚“清流"士風為後代留下的是怎樣一

種精神傳統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一傳統正是中華文化得以綿延不斷的精神脊樑。

五 以“仁義"實現天意民心

士人以主觀道德自律的努力，達成廉潔奉公的“清流"修養，進而在現實政治鬥爭中表現為對

抗惡勢力的殊死搏鬥。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士人對孔孟“仁義"道德思想的群體性實踐。在中國官僚

制度史上，它標誌著士人完成了從“通經取仕"的祿利追求向努力實踐“修身治國"主張的歷史性

轉變。

正如學界周知的那樣，歷代學者對於東漢士人崇尚“名節"的精神，讚譽甚高，這是理所當然

的。然而，若論東漢“清流"尚“名節"風氣的形成，其從“祿利"追求轉向“名節"崇尚的沿革

變化，也是不容回避的歷史事實(參見拙稿《東漢士風中的“祿利"、“名節"之變))， <(北京師範大

學學報)) 1992 年第 2 期;後收入《秦漢豪族社會研究))，中國書店 2002 年版)。事實上，一旦發現東

漢士人本來也是與其他官僚一樣，有其追求“祿利"之狹隘的精神歷史時，我們才能真正感到士人

之所以成為“清流"，並不是無本之木、無源之水，而是戰勝了狹隘的自我之後的一種精神的昇華。

大體而盲，自漢武帝“表彰六經"，誘以仕途之利後，士大夫追逐“祿利"的社會風氣漸成。而東

漢“中興"之後，光武帝意欲“但武修文"更加助長了士人的“祿利"追求。逐“祿利"之風，後

來擴展成為學派間的競爭，即“經今古文之爭"。大約在東漢中葉，隨著朝中士大夫、外戚、宣官

三種政治勢力格局的形成，出現了“清流"、“濁流"之爭。士風亦由以往對“祿利"的追求轉向對

“名節"的崇尚。當時的“兌爭"培育了士大夫的“志節"。士人“名節"清白的自律，發展成為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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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體“共同心志"的追求，於是形成了為後代志士仁人所稱道的“清流"士風。也就是說，東漠的

“清流"士風，代表的是一種時代的精神，而這種時代精神自有其兩三百年問的演進過程，並不是一

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的。

那麼，為什麼在東漢時期會出現士人對儒學“仁義"予以群體性實踐的精神呢?這個問題與孟

子“君輕民貴"思想在漢代的發展不無關聯，在此稍加探討。

秦漢時期是皇帝制度的始創年代，皇權並不像宋代、特別是明清以後那樣專制獨裁。士大夫議

論、諷諜皇帝之事不絕於史書。以秦皇漢武為例，秦始皇是史上著名的“暴君"，但他的每一重大決

議幾乎都要經過庭前眾議，皇帝制、郡縣制、焚書之舉無不如此;漢武帝也是個專橫君主，但他卻

是史上最早下達“罪己詔"的皇帝。

大臣更是如此，始皇嘗議欲大苑圈，優勝竟當面諷刺曰:“善。多縱禽獸於其中，冠從東方來，

令虞鹿觸之足矣。" (<<史記﹒滑稽列傳)))武帝殘後，宣帝儒臣翼奉抨擊其窮兵顯武乃:“暴骨四夷，

不可勝數。" (((漢書》本傳)這些明顯的“輕君"現象，在當時的史料中可謂舉不勝舉。不僅如此，

最令後代正統論史家不可思議的，還得說是王莽搞古代君王“禪讓"，而且竟然成功了。

其實，就“輕君"、“禪讓"等現象的存在原因而論，不僅由於秦漢時期是中國打破氏族宗法闕

係束縛，而產生“布衣"皇帝將相的時代;還與當時士人、士大夫崇尚孟子“君輕民貴"理念有很

大闕係。西漢儒臣谷永上書漢成帝曰 :“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" ((<漢書》本傳)王

莽、劉秀之時大臣們念念不忘“再受命"之說。至東漠，就更是“儒生學大義，以道事將，不可則

止，有大臣之志，以經勉為公正之操，敢吉者也。" (<<論衡﹒量知)))東漠中後期由於朝政進入外戚、

宜官把持之昏暗時期，儒生經常以所學“大義"議論帝王與人民的關係，如王符在《潛夫論》中曰

“帝以天為制，天以民為心。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" ((<遍利)) )“制"， <<說文》曰:“裁也。"即制裁、

裁斷之意。在王符看來，帝王是按照上天的裁斷行事的，而上天又因為“以民為心"，所以必然服

從“民之所欲"。漢代自董仲舒唱“天人感應"之說，皇帝都是以“天子"自稱的，至王符則直言

“民"乃天之心，天必服從於民，那麼“以天為制"的帝王當然就必須受制於“天必從之"的“民"

了。孟子“民為貴，社稜次之，君為輕" (<<盡心下)))的民本思想，在漢儒這里已經發展成為:既然

“天"必須服從於“民"，那麼“天子"欲尊崇天意，就必須順從民心的命題了。

王符的觀點代表了什麼人的立場呢?據《後漢書﹒王符列傳》載:“自和、安之後，世務遊宜，

當塗者更相薦引，而(王)符獨耿介不同於俗，以此遂不得升進。志意蘊憤，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，

以譏當時失得，不欲章顯其名，故號日《潛夫論)) 0 "王符是東漢後期因“耿介不同於俗"而一生未

仕，身隱而心不隱的士人典型。所著《潛夫論》的內容處處顯出這位“潛夫"的憂國憂民之心。可

見，他正是漢末憤世嫉俗的士人代表。

然而，王符所謂由民心所反映的天意與帝王、官僚、士人、百姓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呢?

王符沒有回避這一問題，他借用《易》“天道虧盈以沖謙"的話予以發揮，曰 :“故仁以義費於彼

者，天賞之於此;以邪取於前者，衰之於後。是以持盈之道，把而損之，則不可以兔于亢龍之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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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坤之態矣。"的過利)))他在這一頗有些道家禍福辯證法味道的盈損命題中，道出了“仁義"在民

心與天意之間的位置。即任何人只要行以“義"舉的話，必得“天賞".若“以邪"行事的話，雖可

獲一時之榮亦必將“衰之於後"。孟學在此時不僅呈現出融合儒道各家的綜合趨勢，其正義與邪惡、

盈損、賞罰之正反命題的提出又不能不說是當時“清流"、“濁流"政治勢力對立背景下的理論創新。

若將此論與本文開頭所引用趙岐讚譽《孟子》為“仁義道德，性命禍福"之學，應該為“帝王公侯

遵之"，叫即大夫士蹈之"，“守志厲操者儀之" (<<孟于章句)))的觀點相對比的話，就不難發現二者同

樣，是當時融入孔子“仁"學、道家“禍福"辯證思維和漢代“天人感應"公羊學的東漢孟學:

( 邪惡之心→兇惡惡、“濁流"→禍民之天罰 j

正是由於東漢孟學能夠將“仁義道德"之抽象原理與“性命禍福"等具體世象有機地予以融合，

這就使儒學積極入世的學問具有了可實踐性的特徵。所以說，東漢“清流"士人所“根於心"的

“大義"雖說可以籠統地歸結於儒學，更準確地說是植根于這種東漢孟學的。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在主

觀上努力實踐“仁義"道德，就能夠使個人乃至群體之善“性"不斷發揮，最終知曉代表民心的天

“命"，承擔為民眾避“禍"造“福"的大任，為此他們不惜勞筋骨、苦心志，最終成就了“不顧利

害生死，不變其節"之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。

(山口大學人文學部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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